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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築的轉譯：論 1945 後台灣建築中之中國建築形式符號延變與台灣文化認同

摘要

本報告利用文化研究中的詞彙「轉譯」探討文化實體（建築形式）及主體位

置（文化認同）之間的流變性，換句話說，本報告以「轉譯」作為一認識框架，

以蘊含「中國」符號的台灣建築為研究對象，探討中國建築(原作)如何轉譯成台

灣建築（譯作），並揭露「原作再現」的「意圖性」（intention）。

台灣建築形式與台灣文化認同之間的轉譯與流變，無可避免的議題即是「中

國」與「台灣」如何被符號化，如何從中國建築的符號系統翻譯成為台灣建築的

符號系統，進而滲透入文化認同。因此，本文針對 1945 年後至當代蘊含有「中

國」建築符號之台灣建築作為研究對象，企圖闡述

其中研究問題的主軸包括：

1. 透過建築事實－中國建築元素在台灣的演變－指涉了何種歷史經驗

與意圖？又說明了何種台灣文化認同定位？

2. 在接受中國文化美學之時，中國建築元素的展演是否亦成為維持國家

(中國？或是台灣？)象徵？

3. 當中國建築符號體系轉化扮演一種政治論述的符號文本，是否僵化台

灣建築形式語言的發展及規範了形式背後的認知模式與意識形態？

4. 而中國建築形式符號流通在後現代台灣的本質意義又為何？

前言：

何謂「台灣」？如劉紀蕙於《中外文學：中國符號與台灣圖像專輯》中指出，

指出，尋找台灣的文化認同，無可避免的是「中國」與「台灣」如何被符號化的

議題（劉紀蕙，2000：17），透過視覺化的再現符號，我們看到什麼形式及內容

的文化定位？而這些指涉文化地位的圖像又牽引出台灣歷史定位及「他-中國-文

化」的區隔或連結問題？（劉紀蕙，2000：17）。而這些議題又如何被放置於建

築文本中討論，在文化研究一系列針對中國符號與台灣圖像的議題上，1卻不見

此議題在建築研究中被討論。

建築是一居住的容器，藝術作品（包括建築）的形式並非是身外之物，是使

我們得以了解事物的要素之一。然而，文化實體（建築形式）及主體位置（文化

認同）之間的關連性並不單純是技術面的問題，在這實感的物件中隱含的是一系

列可視為語言的符號體系，是一意義建構的過程，而「翻譯」或「轉譯」，除了

是實體語言符號系統的轉換外，其中還包括主體意義的流動，在發揮語言建構意

義的功效同時，在「他者」與「自我」間產生意義的溝通與辨證。翻譯不僅僅是

技術性的文字化過程，《原初的激情：視覺、性慾、民族誌與中國當代電影》書

1 關於台灣文化圖像與中國的關係目前研究有：劉紀蕙國科會的研究計畫《聚焦與失焦：文學與
藝術中「中國」符號的延變》；中外文學 2000 年 7 月特輯《中國符號與台灣圖像專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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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周蕾將「翻譯」的媒介移轉到符號層面，也就是她所說的「互符號實踐」

（intersemiotic practice）--就是「從一種符號系統翻譯到另一種符號系統的觀念」

（轉引自：吳哲良，2005）。翻譯，不只是一種中立的語言轉譯，而且是「跨語

際實踐與互符號實踐」（吳哲良，2005）。同時吳哲良指出，「『翻譯』不僅是對

客觀歷史情狀的一種描述或指認方式，而且是研究者有意圖的識框與解析途徑

（吳哲良，2005）。」當文化研究將「翻譯」作為一種認識框架乃至於研究方法，

解讀文化現象時，在建築語彙中，是否亦存在著某種翻譯的過程？

台灣文化有很大一部分是來自中國，「中國」此一元素以不同方式「符號」

身分建構了台灣文化產品，不論其形式或內容（文學、繪畫、電影等等）皆透露

了臺灣人對此一元素的反應，展演複雜的祖國認同、分裂的意識、曖昧的吸拒效

應等不同意義（劉紀蕙，2000：17-18）。單純的「台灣觀」或簡化的「中華國族

主義」看待台灣建築之演變無疑是一種分裂、區隔的閱讀方式，抹消了台灣社會

發展的真正性質及文化內容。台灣建築的發展特色及歷史解釋，不應、亦不能脫

離台灣與中國歷史和主體性互動發展的脈絡，我們對建築的研究應在不同的參考

架構上做描述，以提供一些有價值的新觀點。在這「互符號實踐」脈絡中，如本

雅明於〈譯作者的任務〉一文中指出翻譯的語言並非複製原作，而是再現原作的

「意圖性」（Benjamin，1998：73），那麼在這些「中國」的建築符號中呈現何

種「意圖性」？

過去的評論者大多以「純」建築紀錄史觀紀錄的角度探究中國建築風格在台

灣發展的情況，如傅朝卿所著《中國古典式樣新建築：二十世紀中國新建築官制

化的歷史研究》，單單以形式主義的文本分析檢視，所呈現的是中國建築在台灣

發展的連續性，美學取向、藝術形式，但也落入而忽略「中國」為文化元素轉譯

成一政治符號文本所提供的意識形態規範，雖然廖建彰 2001 年所著《建築神話—

戰後台灣「現代中國建築」論述的形構（1940 年代中~1990 年代末）》一書針對

中國建築的文化象徵表現，進行的情感動員與領導權（hegemony）的剖析，但對

1990 年後後現代時期的境況未加以敘述。本篇報告除探討中國視覺形象－建築

形式符號－在台灣流通之情形，移入台灣之動機與支配力，同時，本報告亦企圖

突顯中國建築的符號體系在台灣情境下所發揮之效用，在「中國」成為各種文化

體制的宰制力量的同時，台灣建築呼應中國論述與中國建築形式下，如何牽引出

「台灣主體性」的相對位置，更重要的是，目前相關建築研究報告並未以後現代

論述檢視中在台灣的中國建築風格，中國建築形式符號流通在後現代台灣的本質

意義又為何？文化研究中的「翻譯」或「轉譯」提供我們不同的理解。

翻譯的政治

翻 譯 以 巨 大 的 力 量 構 建 對 異 域 文 化 的 再 現

（representation），同時也更見著本土的主體（Venuti，2000：

3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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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譯」一詞雖是特指把一種語言信息轉變成另一種語言信息的活動，然

而，在文化論述中亦以「翻譯」的概念作為解讀思考文化現象的框架。本雅明於

〈譯作者的任務〉一文中指出翻譯的語言並非複製原作，而是再現原作的「意圖

性」（Benjamin，1998：73）。如吳哲良在〈翻譯的皺褶〉一篇文章中指出，「『翻

譯』不僅是對客觀歷史情狀的一種描述或指認方式，而且是研究者有意圖的識框

與解析途徑（吳哲良，2005）。」

翻譯除了是雙重文本的流通性的建構，同時也在形塑文化身份。在透過語言

建構意義的同時，意義解讀的流動，翻譯涉及「自我」對「他者」認知模式，製

造意義的方法，成為「他者」與「自我」主體互動的呈現，甚至成為建構文化認

同的手段。

「翻譯」是文化操作機制藉以激起集體文化想像與投射，其中不僅僅是物件

形式上的轉譯，同時亦牽涉主體性的轉譯。換句話說，譯本在社會流通、運用、

閱讀或傳授的同時，亦參與了本土主體的定位，干涉了本土主體的價值建構，「翻

譯在建構異域文本與文化的本土再現的同時，也建構的一個本土主體，這是一個

可資理解的位置（a position of intelligibility），同時也是一種意識形態的立場

（Venuti，2000：329）。」翻譯絕非單純的符號複製，而是超越純形式，進入符

號的語言功能，進入思想和意識形態的層次，一種追求原始的慾望，意欲成為他

者，而這種「對於認同的模擬慾望促使他將自己融入他者的意象、形影和符號，

將他自己反轉為他者的想像（劉紀蕙，2000：20）。」透過轉譯, 相互影響; 並且

將他者（異域）「整合」成為自我（本土）的「內在狀態」。換句話說，翻譯不僅

僅是形式的生產工具，同時也是意識形態建構的機制。

翻譯異文化不可避面會對本土文化本身帶來或顯或隱的影響。翻譯不僅僅牽

涉譯者本身文化價值，同時亦是譯者對於異文化的瞭解的展現。由於價值觀、彼

此自身的經驗和思想上的異質性，翻譯主要策略包括「異域化（foreignization）

和歸化（domestication）（Venuti，2000：327）。」「被殖民的主體以接合殖民者自

身條件的方式進行自我呈述（引自周蕾，2001：60）。」由於某些異域語彙並不

存在於本土語彙中，因此透過「異域化」來強調這些外來的語彙的價值，然而，

這異域化的最終結果在於「歸化」的目的，使這些外來的語成為本土語言體系的

一部分。「翻譯是一個不可避免的歸化過程，其間，異域文化被打上使本土特定

群體議於理解的語言和文化價值的印記。這一打上印記的過程，貫徹了翻譯的生

產、流通及接受每一個環節（Venuti，2000：328）。」

「對異域文化的選擇和翻譯策略的制定，能為異域文學建立起獨特的本土典

律，這些典律遵從的是本土習見中的美學標準，因而展現出來的種種排斥與接

納、中心與邊緣，都是與異域語言裡的潮流相背離的（Venuti，2000：328）。」

這些文本不再保留異域文化的價值或傳統，並使異域文化脫離所謂的歷史性。

翻譯能夠製造出異國他鄉的固定形象，這些定式反映的是本土

的政治與文化價值，從而把那些看上去無助於解決本土關懷的爭論

與分歧排斥出去。翻譯有助於塑造本土對待異域國度的態度，對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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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族裔、種族和國家或尊重或蔑視，能夠孕育出對文化差異的尊重

或者基於我族中心主義、種族歧視或者愛國主義之上的尊重或者仇

恨。從長遠來看，通過建立起外交的文化基礎，翻譯將在地緣政治

關係中強化國家間的同盟、對抗和霸權（Venuti，2000：329）。

翻譯指向了權力，力量與知識。將異域文本納入本土涵構中，翻譯機制被單

純地視為理所當然的形式（語言）間的操作，卻隱含著意識中心建構，這牽涉了

國族意識的建構，「儘管翻譯是用來處理異域文本在語言和文化上的差異的，但

它對於催育或者壓制本土文化中的異雜性可能同樣有效（Venuti，2000：330）。」

翻譯的文本具有不同程度的權威性， 而這些權威性並不單單關涉於藝術和創作

性的意義，而是延伸至文化身份認同的建構。

國族想像與符號霸權

不同時期建築設計以圖像修辭和非語言形式展演台灣與中國的關係，透過不

同時期對於中國建築元素的轉換，構出屬於台灣認同模式的建築圖像，呈現文化

認同建構模式的轉變。1945 年後建築作品企圖突顯出一股傳承中國建築美學，

形式操作上以仿/擬古為原則，如盧毓駿(1904--1975)作品，包括國立台灣科學館

（1959）、文化學院大成館(1960)、台北孔廟明倫堂(1960)、交通大學電子研究所

(1960□)、交大圖書館(1960)、交大教職員宿舍(1960)、華岡校舍(1961)、文化大學

大仁館(1961)、文化大學大義館(1961)、文化大學大倫館(1961)、文化大學菲華樓

(1961)、日月潭玄奘寺與慈恩塔(1961)、考試院辦公大廈(1968)；考試院兩部辦公

大廈(1968)等等；修澤蘭設計中山樓（1966）；永利建築事務所國立歷史博物館

（1954）；王大閎作品，如外交部大樓(1972)、國父紀念館（1972）等等；黃寶瑜

所設計的台北外雙溪故宮博物院（1965）、石門水庫涼亭；楊卓成設計中正紀念

堂（1980）、台北國家音樂廳(1987)、圓山飯店（1971）；漢寶德設計澎湖活動中

心（1984）、桃園南園（1985）、國立台南藝術大學(1996)；李祖原設計東王漢宮

及大安國宅（1987）、台北宏國大樓（1990）、中正大學行政大樓（1991）、高雄

長谷世貿大樓（1992）、中台禪寺（2001）、台北 101（2005）等等；黃永洪的幸

安磊（1993）、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大樓（和黃永沃，1996）等等；然而在

接受中國文化美學之時，中國建築元素的展演是否亦成為維持國家(中國？或是

台灣？)象徵？轉化為一種扮演政治論述的符號文本？以中國建築語彙僵化台灣

建築形式語言的發展及規範形式背後的認知模式與意識形態？透過建築事實—

中國建築元素在台灣的演變—隱藏了何種歷史經驗與政治事實？又說明了何種

台灣文化認同定位？而中國建築形式符號流通在後現代台灣的本質意義又為

何？本報告旨在討論台灣建築不同時期之文化再現系統中所使用的中國建築符

號，並進而深入台灣文化認同之矛盾複雜之脈絡。

建築符號顯示著歷史、政治、社會等多層意義。中國建築在台灣的應用必非

純粹的建築問題，其中包括政治定位和民族意識辯證間的互動關係。中國與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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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關係顯現著某一種翻譯的現狀，同時，它也指示著某種翻譯的政治，中國與台

灣的符號怎樣被引用、翻譯、挪用、佔有等等，從而建立台灣的文化身份的認同。

「任何語言符號的意義在於它能夠翻譯成某一種進一步的另類符號（引自周蕾，

2001：21）」。然而，這些建築符號一旦離開中國，就被賦予了不同的內涵和目的。

台灣與中國關係間複雜微妙的變化，迫使台灣建築雖無法完全以「去中國」

的方式來解讀，卻也無法以總和化(totalized) 的中華民族主義來涵括。過去一百

年台灣與中國大陸絕大部分時間受統治於不同政權，但兩者所處的環境有多層交

會，而且受到相似的文化發展邏輯所制約，因此「中國」文化機制是持續在台灣

發揮其功效。「轉譯」持續發生於兩者之間，不同的知識體系、思維邏輯、認同

價值、中國與台灣關係的扭轉，不斷產生中心 /邊緣、祖國 / 離散

(homeland/diaspora)的互動、置換、易位等，不同時期引出不同形式的「台灣-中國」

之交錯主體意識及文化主題、內容和形式

台灣對於「中國」此元素的情感投射與認同展現在台灣建築的形式中。中國

建築圖象是中國文化在台灣存在及延續的方式，從 1949 年國民政府移師來台，

在國黨統御機制的運作下，強力把中華民族主義引進台灣，二次大戰的幾年間台

灣在建築形式上從日本殖民體系被結構性的轉換成中國大陸的現代性，以「中國

中心」為主要政治定位，統一中國民族文化憧憬投射在文化形式上。此時，文化

形式被賦予積極的代言意義，用來推動意識型態的轉型，藉中國建築符號的移入

為一種權力機制的宣示，加深對「祖國」之想像與認同感，此時符號為權力運作

媒介，形塑與建構國族神話，同時，其中亦含有語意霸權，迫使符號流通合理化，

對建築論述與創作具有高度決定性與壟斷性，中國建築形式在台灣的流通性擺脫

了社會與政治及市場效應，具有不受檢驗之權威性。

中國建築在台灣的模式並非是展現「中國性」，而是實踐「中國化」，將「中

國性」翻譯成處在台灣中心的認同本質。受「中國中心」政治定位的影響，台灣

族群意識到中國民族即是自身，把中國建築所提供的形式標準內化，台灣族群被

控制在不可變動的「中國」主體性。中國建築符碼透過建築創作得以延伸，國民

政府將中國建築形式應用於台灣的環境中予以正當化、合理化，知識分子所認同

的「國族」等同於「中國」，這些中國的建築形式可視為簡化的國族認同的描述

語，不僅僅是形式的引入，同時也輸入在中國產生的文化概念，藉著此形式相應

及鞏固「國族神話」，然而，建築專業一貫趨附「廟堂」中心的態度，卻也喪失

了建築作為行動者的本質與侷限。

五、六○年代台灣的急欲塑造的集體經驗，六、七○年代對中國的懷鄉浪漫

情感，而在這背後所牽涉的卻也是文化的壓抑，而無法接受任何國族認同基礎之

外的前衛與現代主義作品，文化無法發言的窘境。八○年代政治質變的過程中，

在以中國為文化價值已逐漸被以台灣主體取向的思維方式所去代，從傳統之國族

建構說轉移到台灣主體認同之境況，在建構文化認同及社會意識的同時，在中國

未全然成為台灣的「他者」時，這特殊時期充滿了妥協、權宜的特殊組合，主體

性的模糊，對於文化認同的再現文本，中國民族主義被塑造為主要遵循架構，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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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際創作生產，及接受產生顯著的空隙、摩擦，貌合神離的關係。

如楊照：「如果說五○、六○年代是靠政治意識建構神化的時代，七○年代

就是艱苦東挪西湊努力調整、維持神話的時代（劉紀蕙，2000：4）。」在以「本

土」作為論述基礎上，隨著文化場域內本土意識高升的同時，中國對台灣而言已

成為文化他者，中國符號在此時是自我的「原初性」和他者的「異質性」，對「中

國」的追尋不再是捕捉「中國」此一符號，而是展演出了「非」中國的切除推離

動作（abject）（劉紀蕙，2000：8-9），衝撞深植在台灣認同中的中國中心主義下

的潛意識，因此，新的趨勢毋寧提供了一個可將存在的頑強「中國中心」再加以

扭轉的契機，相應而生的是充滿不確定性、多元性、混雜性的台灣經驗價值，因

此，七、八○年代後的建築形式操作準則開始呈現後殖民似的話語，也就是技術

化了中國建築的視覺語彙。

到 1987 年政治的解嚴效應，台灣急劇自由化影響了整體文化再現的策略，

及面對全球化發展的刺激，在後現代多元意識形態啟發下，多文學作家或藝術家

對於既存的霸權論述不約而同進行挑戰時，當祖國的民族意識及情感漸漸消失，

對國家族群重新定位之時，同為意識「表達」工具之建築設計亦呼應此種「去中

心」(decentering)過程，對當時政治現況及中國中心的抗拒，符號去中心化使得台

灣成唯一個符旨開放性的符徵，換句話說缺乏確定的符旨指涉。中國民族意識的

終結並不純粹是政治實踐的結果，而且也關乎資本主義剝削與宰制，主流市場和

後現代文化的渲染。

台灣對中國符號的經驗變為一種游離懸浮的狀態，符號成為虛幻的、空洞

的，傳達虛幻的，空洞的中國意涵，再度出現「中國」此符號，已然具有不同於

傳統的符號意義，亦不是某種意識形態內化的結果，台灣族群不再從中國建築符

號中定位主體，而是將中國建築符號視為某種「奇觀」，中國建築符號處在一個

消費的過程中段，換句話說，符號物化現象（喪失符旨的指涉）促使中國建築符

號成為一種消費符號，中國建築符號的流通，從歷史性的建構民族意識的任務變

成服務市場的物件。

台灣的主體性透過對中國建築符號的認同構成，這一翻譯過程在內/外、主

體與客體間進行異域化與歸化的實踐。儘管如此，中國建築符號包含多重的視覺

經驗，不同時期利用不同的文化文本與符號體系尋求或展現自我的定義，因時代

的變遷及表達形式及方法的演譯，文本概念、符號及其表達含意會因而改變。從

從視覺被政治化到視覺被美學化及物化，從依附威權體制而轉向商業邏輯，從一

個教化功能轉化成奇觀式的特質，中國建築符號對台灣身分認同的影響無可爭議

的結晶在一個純符徵的符號系統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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